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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近代史中的中日甲午战争 

桧山幸夫 

 

 

        【内容提要】 甲午战争虽然已逾百年，但我们从东亚近代史的历史研究视野看，甲午战争的意义不仅仅

限于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甲午战争不仅改变了东亚世界的国际秩序，也改变了日本人对国家、天皇的认识，

影响了日本整个近代社会。同时，甲午战争不仅是中日五十年战争的开始，也是“大日本帝国体制”从开始到

发展、到崩溃的起点。  

        【关 键 词】甲午战争/东亚世界/日本社会 

        一百多年前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无论是对于日本还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其近代史上极具影响的重要历

史事件。对于这一观点，日中两国的历史学家恐怕不会有任何疑义。事实上，迄今为止，日本的历史学家同中

国的历史学家一样，均试图通过各自的角度和史料来研究和解读中日甲午战争。在日本，比较通常的研究是研

究甲午战争的军事史和社会史；有关军事史的研究比较集中在战前，有关社会史的研究比较集中于战后的70年

代以来。日本甲午战争的研究受时代的左右痕迹比较明显；在港澳台以及中国大陆地区，甲午战争的研究总体

上比较趋向于甲午战争前后的清政府的腐败体制和甲午战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其实，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的甲午战争研究都比较忽视了这样一个不应该忽视的问题，这就是甲午战后

给东亚外交和地区国际关系上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真正意义上的日本社会变化上问题。现在想来，如此重要的学

术论题之所以没有被提及或论述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对于一向以实证主义为研究手段，注重微细的史料论据和

论点的日本史学界来说，不会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俯瞰甲午战争所带来的东亚国际关系以及日本社会整体上的

变化，即使注意到这一议题的日本学者也只是略有触及而不深刻；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中国学者内心深处的

苦楚。甲午战争永远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伤痛和挥之不去的历史屈辱，这种伤痛没有政党的政治界限，没有

人为划定的地域区分。在这种悲情中，中国的学者宁愿去研究战败的原因和战后的留学热，也不愿正视甲午战

争给东亚和日本所带来的变化。 

    

        也许是中日两国学者在史学认识上的盲点使得两国的学者均不能从东亚国际关系和东亚近代史的角度去

理解和探讨甲午战争。本文基于上述认识，试图从近代东亚国际关和外交体系的角度来分析甲午战争所带来的



东亚、日本国内社会的巨大变动。 

   

    一 

    

        甲午战争前后，正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此前，在东亚地区的各国和诸民族所独有

的国际秩序中，中华帝国的华夷外交体系构成了东亚地区外交体系的主体。当然，这个秩序下有两种体系在运

动和作用。以中国为核心的相对同心圆和以中华帝国的皇帝为顶端的金字塔型的上下纵序列是这个外交体制的

核心。在这个中心体制之下，尚有一个所谓的大君外交体制存在。这就是以德川将军为顶端，将虾夷和琉球纳

入统治下的日本的小华夷秩序体制。当然，这一小华夷外交体制是由原来的大中华帝国体制中分裂而形成的。

换句话说，这是由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而造成的军事对立和明朝的解体以及异民族国家清朝诞生后清政府和德

川幕府的对外政策的转变所形成的。 

    

        德川幕府初期的外交政策是在试图恢复对明朝的外交关系的挫折后，开始尝试地脱离中国的华夷外交而

开展独自的外交关系的。总之，“脱亚”是早在德川幕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尽管这种“脱亚”并不是德川幕

府的目的而是政策展开的结果，但正是由于德川幕府的“脱亚”才使得日本脱离了传统的东亚秩序，并在其后

开始了所谓的“锁国”体制的独特的外交政策。当然，所谓的“锁国”体制只是通过限制海外贸易和局限的外

交政策而形成了很小范围的东北亚圈外缘贸易关系而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将国家锁起来不同外界交往意义

上的锁国。德川幕府后期，真正给德川幕府的外交政策带来变化的是鸦片战争中中国清政府战败求和信息的传

入和黑船的来航。面临着欧美列强势力在东亚地区的入侵危机的德川幕府尽管开始尚能维系大君外交体制和小

华夷秩序体系，但又不得不进行开港以及同欧美列强树立新型外交关系等一系列外交政策上的转变。实际上，

德川幕府的外交政策在向着两种不同方法的多元化外交方向转变。其一是在继续维系着旧有的对清、对朝外交

关系；其二是向新方式方法的西洋的国际关系的条约制度体系的转变。不言而喻，这种不同性质的多元外交政

策的并存只能是暂时的而且是相互充满矛盾的，所以并不能维系很长的时间。 

    

        在和亲条约向通商友好条约体制的变化过程中，旧有的外交体制同新外交体制并存的矛盾在进一步深

化，而德川幕府的政权机制并不具备体制上变革和调节的能力。明治维新政府初期的外交虽然仍然沿袭了德川

幕府的多元外交政策，并按照传统的外交惯例，并向朝鲜国发出了政权更迭通告和要求维系通信关系的通告，

但这种做法很快就以失败告终。最后，新政府从德川幕府的多元外交政策的政治遗产中，选择了放弃多元外交

政策而开始着手树立西洋条约体制下的新型近代外交关系。但是，运用新的方法同在华夷秩序体制下占居重要

位置的朝鲜树立外交关系，首先要同清政府进行外交关系的调整是交涉成立中必不可少的条件。最为重要的

是，明治政府不仅是同朝鲜，而且要同清政府通过签订条约来树立外交关系。当然，对于位于东亚世界中的日

本来说，同中国树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不仅仅是在追求贸易上的利益和文化上的传授，而是证明新政权正当性的

必须条件。早在德川幕府成立时期，德川幕府向明朝要求修复外交关系本身就说明德川幕府意识到了东亚世界

的国际惯例和传统政权论体系。明治政府登上政治舞台后，也沿袭了这种东亚世界的传统国际秩序思想，同以

往的统治者一样向清政府要求树立外交关系。日朝修好条约和日清修好条约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日本在外交上采取的新旧两种外交手段也是最后导致日中间发生对立，发生甲午战争的一个原因。接受

万国公法的日本，在积极接纳西洋国际秩序和国际政治的同时，也在试图努力同原有的东亚秩序修复关系。但

是，以万国公法作为立国之本的国家，首先要确立的就是强化具有统治力的政府和确保其能够统治的领域。继

承京都朝廷的明治政府通过打倒将军家政权而产生了代表日本的政治权力，紧接着就需要确定其政府所能够统

治的领域。 

    

        尽管日本的近代外交最早于德川幕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但随着幕府政权的消亡这一作业也中途停止了。

继承这一作业的明治政权开始着手处理库页岛、小笠原岛问题以及琉球王国问题。库页岛问题通过库页岛千岛



交换条约得到了解决；小笠原岛问题通过1876年10月的小笠原岛领有通告得到解决；而琉球王国问题其对象

是清政府和琉球王国，所以不是很容易可以解决的问题。但该问题在征讨台湾的事后处理时，同清政府签订的

《日清两国互换条款》以及《备忘录》中，清政府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琉球王国的领有权。这项条款对于日本

来说具有外交上的意义。对于清政府来说，通过台湾原住民为本国国民的条款的确立而在国际法上表明了对台

湾全岛的领有权。可以说该项条款是中日两国确定边境的条约。不幸的是这一过程的完成是日本通过出兵台

湾，以武力入侵的形式完成的。同时，日本的这一过程，也使得在清、韩间产生了对日本的不信和芥蒂，甚至

是警戒感。换句话说，日本单方面的这种行动并没有得到清、韩的认同，这种单方面甚至强制性的行动为日后

的日清韩对立和甲午战争埋下了种子。 

    

        甲午战争使得日本的游离于新旧两种外交体制中的外交战略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甲午战争，小国的日本

战胜了大国清朝，对于东亚地区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对于日本而言，新兴的日本在东亚变得更加重要了。不

仅如此，此前中国一国可以主导东亚地区内的几乎所有事物，而今日本存在的扩大使得东亚世界呈现出了日清

二元化的世界。在随后的欧美列强瓜分中国，以及清政府倒台和随后的中国内乱中， 日本逐渐取代中华帝国

的东亚盟主地位。日本的这一地位一直维系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当然，日本的这种盟主式的地位的确定

是通过对外扩张所取得的。日中之间的50年战争从甲午战争开始计算的意义也在于此。 

    

    二 

    

        甲午战争给日本国内也带来了巨大影响。第一，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台湾领土，使得日本扩大了

版图，日本的国家体开始具有多重构造，并演变成了多民族国家。第二，甲午战争使得日本回归到了东亚世

界，并从近邻国家的认知中产生了“日本人”的概念。第三，近代战争开始演变成了国家总体实力的战争，要

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举国尽力才能完成战争。因此，在战争中，所有的“人民”开始演变成“国民”被战

争动员起来。而这种动员的结果，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日本的近代国民国家。第四，成为“国民”的民众在

军事上被国家统合后，又被当权者逐渐演变成了“军国之民”，并为支撑其后的战争奠定了基础。第五，在民

众被国家统合的过程中发挥重要影响力的是旧大名、藩主。这些旧大名、藩主作为新贵族从天皇的藩屏的立

场，利用旧有的主仆关系将民众吸收到了天皇国家中。 

    

        第一点的核心就是近代日本国家构造问题。台湾的领有不仅意味着日本简单地扩大了领土面积，而且还

使得日本从帝国版图的内地延长论中带来了主权领域的面的扩张。台湾被纳入了日本领土，在台湾居住的汉民

族被纳入了日本国籍，这些语言、文化、风俗、宗教信仰完全不同的地域和民族的化人使得日本不得不产生了

改变现行宪法等法规，实行统治方法的多样性的必要。这样，“大日本帝国”出现了所谓的“日本”和国际法

意义上的“日本”的两种不同地域多重构造的国家。 

    

        顺便提及的是由于台湾没有施行明治宪法，也使得迄今冲绳和北方的阿伊努族的地位问题变得复杂化

了。日本的执政者们在制定法律时，不得不考虑到有一部分不执行法令的地域和通过宪法保证“臣民的基本权

利”的限制所产生的矛盾。在冲绳，虽然通过逐渐的本土化政策使得冲绳的矛盾得到解决，但是，阿伊努族的

歧视问题在“大日本帝国”消失后仍然没有得到完美解决。总之，通过甲午战争，使得日本不能维持以前的单

一统治构造形态。甲午战后，日本统治构造上可分为传统统治地域和为完成近代国家而编入的地域以及通过甲

午战争新领有的地域，这三个不同地域构成了“甲午战后大日本帝国”的体制。换句话说，“甲午战后的大日

本帝国体制”是由传统统治地区的本土、台湾—这个帝国宪法统治区域外的外地、以及介于本土和外地间所存

在的法体制比较模糊的冲绳的琉球人、仅仅给予了国籍的日本人的阿伊努族人。日本变成了具有复杂国家构造

的复合国家体。 

    



        第二点，近代“日本人”是通过与异民族直接接触而形成的民族主义感情基础上而诞生的。其中，这种

民族意识是通过甲午战争中，对清的同仇敌忾心、对清的歧视心理、保护朝鲜的“正义之师”以及对朝蔑视心

中开始逐渐酿成的。当然，像同时期的《日本人》等杂志以及甲午战前的日本思想家、启蒙家也在宣传一些爱

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但对于一般日本人的民众来说，他们的生活与以前一样，与所谓的国家、民族等这些理性

或理论上的接触并不是太多。而甲午战争则改变了他们生活规则。甲午战争使得他们强迫地或志愿地参加了个

举国的战争体制。在战争中，众多的日本人作为士兵被驱赶到了异国的战场。在异国，他们接触了异国之民，

用他们自己的体验体会异国，认识自我。在战争这样一种极为特殊的条件下，开始植入日本民众的独特的异国

文化体验和异国观念。 

    

        这些出征士兵所产生的异国观通过战场上寄出的军事信函、每天填写的日记、凯旋士兵归乡后给故里亲

人、朋友所描述的异国风情体验开始在广大的民间流传。他们不仅是中国观、朝鲜观的传播者，也可能是乡里

村间唯一的中国通和朝鲜通。这种真实而强烈的异国印象在民众间的流布中，渐渐萌发了作为“日本人”的满

足感和自豪感，同时这种民族的优越感产生的同时也转化成了对中国、朝鲜的蔑视感。 

    

        第三点就是国民国家完成的命题。一般来讲，近代国民国家的成立要素包括法律秩序、近代的制度、国

家机构和机能的完备、国际社会对于该国的认同和承认，当然这里所必需的还是近代国家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国

民。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定使得日本成为了立宪国家，并确定了其统治的区域，与外国签订了条约，构筑了近代

外交关系，成为了国际社会的一员；在内政上，日本通过完善统治机构，确立了法制国家所需的制度和机能，

并通过实际统治确立了国际信用。其中，尚没有完善的就是国民的政治位置。虽然宪法上保证了作为臣民所应

享有的基本人权和政治权利，但其保证过于狭小而且也不充分。与西欧国家相比较，日本宪法这种缺陷可能就

是由于日本没有经过市民革命而直接进入国民国家的结果。对此，目前有一种理解就是，江户时期当政者就已

经构筑了近代日本所需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基础。而在维新新政权成立后，萨长藩阀维系政权，并取得了统

治支配权使得日本没有能够经过市民革命这一阶段，从而导致近代日本政治发展的不成熟。但是，在同大国清

国进行全面战争这样一个日本史上从未经历过大事件中，藩阀的一切理论都行不通。随着国内舆论的统一和举

国一致体制的形成，就产生了将历史上原本被轻视或忽视的人民通过近代民众理论进行组织，并实现战争的总

动员态势的必要性。这里，由“人民”演变成了“国民”的民众在关乎国家命运中被强制参与了捐献军资、迎

送出征士兵、照顾出征士兵家属、慰问出征士兵、举行胜利游行、参加战死者葬礼、奉迎天皇、协助建立战争

纪念碑等一切能够支援战争活动的“国民”义务。在这个过程中，军人被社会所优待、逃避兵役者被社会所唾

弃，正因为有日本国内这种军事体制的形成才使得战争能够进行下去。从这个角度讲，日本“国民”的诞生是

在完成战争为目的的国家理论中实现的。 

    

        第四种影响中的从“国民”到“军国之民”的转变也是在上述理论中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国民”的认

知过程主要就是依据战争动员和支援军事而完成的，所以，众多的民众也自然地以一个“国民”的身份协助了

战争。甲午开战前，围绕甲午战争日本国内有“国民战争论”和“藩阀战争论”两种对立的论争，但是，通过

广岛大本营的天皇亲政和民众的战争动员，甲午战争其实质上变成了日本的“国民战争”。民众有意识地或无

意识地被编入到了支援战争的活动的社会组织中，并通过战争变成了“国民”，演变成了“军国之民”。 

    

        甲午战争是通过征兵体制进行的战争，这种征兵体制虽然确保了廉价而大量的兵源，但却没有保证他们

的生活，尤其是出征后家族的生活没有从体制上得到保障。被套上兵役义务的一般民众并不是职业的兵士，此

前他们或是农民、或是渔民、或是商人、也可能是手艺人、也可能是官吏。总之，他们很可能是家庭中生活的

支柱。这样，在这些士兵出征后的家属生活保障就是为了维持战争所绝对必需的问题。免去士兵的后顾之忧，

并尽力控制社会不安和防止民众间原本就存在的厌战情绪的蔓延，就是地方名望家所组织的军人家属扶助运动

产生背景。 

    

        近代战争的战争费用，大体上是通过国家的财政预算、公债发行和民众开展的军资捐献运动来筹集的。

这可能也是不同于以往战争的一种方式。当然，从资金的数量上看，国家财政预算额会远远高于公债发行和通

过民众开展的军资捐献筹集到的资金。但是，通过公债发行和民间捐献军资可以看出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度，

是民众对于战争态度的晴雨表。尤其是民众开展的军资捐献活动的本身意义可能远远高于其所捐献的金钱的意



 

 

义。甲午战争期间，军资捐献运动在慰问和救济出征士兵家属的同时，还将近世以来所存在的自然村落和部落

作为组织媒体而形成的地缘关系进一步强化，并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地区的民间运动之一。在许多时候，地方上

的名望家族和有识之士成为了捐献军资的主体，从而在捐献运动中形成了“强制的共同体”。正是这一“共同

体的强制”对于“军国之民”的产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一个厌恶征兵的社会里，通过甲午战争能够使服兵

役成为一种光荣，逃避兵役成为卖国贼的风潮中，其社会的原动力就是民众对于战争的合作。在战争中，民众

被动员到了从出征士兵的送迎、凯旋士兵的欢迎到参加祝捷会、阵亡者葬礼、再到建立慰灵碑、战争纪念碑等

所有这些民众从未曾经历过的有关国家、战争的仪式中。这些仪式从表面上看，都是一些有识之士发起的自发

行为，但其背后的组织就是民众的地域生活体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 

    

        这些连接民众和国家，民众和天皇的媒体就是第五点中的旧藩主。虽然历史已步入了近代社会，但民众

中依然残留着旧藩主意识。对于此前与国家毫无关联地生活的“民”来说，不会轻易地接受日本的统治者已从

“将军”奉还到了“天皇”，从“幕府”移位到了“朝廷”和“政府”的事实。民众最容易接受的仍然是旧藩

主。战争中，旧藩主向出征士兵和阵亡者家属捐献慰问金，而这些家属在收到了旧藩主的慰问金后大为感动，

甚至将其慰问信作为家传至宝深锁柜中。旧藩主的这些做法不仅消除了出征士兵家属和阵亡者家属的不满，还

使得民众进一步认知天皇。旧藩主不仅协助了民众的军事统合的完成，也为天皇制国家的安定起到了很大作

用。 

    

    三 

    

        通过上述阐述，我们可以看出，甲午战争所形成的近代日本，在其后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由于战败投

降，“大日本帝国”彻底解体了。尽管如此，日本在其东亚世界的地位，作为国家基本上并没有改变，并一直

持续到21世纪。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并不是单纯的过去的历史事件。明治维新虽然是将日本带入了近代

国家的契机，但并没有形成近代日本。日俄战争虽然是牺牲了许多人性命的大型战争，但同甲午战争相比较，

其历史作用很小。甲午战争同以往战争相比，虽然很大，但同日俄战争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相比，就逊色了很

多。尽管如此，甲午战争在日本社会和东亚世界中所带来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上述的战争。 

  

  【作者简介】桧山幸夫，日本中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兼任法学部主任。长期从事中日甲午战争的外交史和社

会史研究。 

  （来源：《日本研究》(沈阳)2007年3期第22～26页  编辑：邸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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